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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犯的保护法益:整体性集体法益的提出与认定

童斯楠*

内容提要:当前,累积犯的认定存在泛化的倾向,而法益是识别累积犯的核心标准。累积犯的正

当性与集体法益保护密切相关,但集体法益并不等同于累积犯的保护法益。根据法益的形态和内

涵,集体法益存在整体与个别之分,累积犯旨在保护整体性集体法益。在确定集体法益的形态

时,应先排除表面上带有整体性特征的假象集体法益。可通过分析法条是否规定了针对集体法益

的实害或具体危险结果,以及法益依其性质或保护目的能否作个别化理解,来认定整体性集体法

益。累积犯只能以行为犯的形式呈现,污染环境罪的法条含有 “污染”这一实害结果要素,其保

护的是个别化的环境法益,不宜被解释为累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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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累积犯 (Kumulationsdelikt),是指单个行为不足以对法益造成侵害与具体危险,但如

果与大量同种类的行为相结合,则可能对法益造成实害与具体危险的犯罪类型。〔1〕 这一概念起源

于环境犯罪,是库伦 (Kuhlen)以 《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污染罪为原型提出的。累积犯将本

身不具重大危害性的单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意图抑止不确定风险,是保护环境的新形式工具。〔2〕

当前,我国已正式开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程序,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以 “污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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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理念来构建相应制度,贯彻落实风险预防原则,有效防范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3〕在生态

环境刑法领域拓展累积犯的适用空间,正契合以风险预防原则应对环境健康和生态失衡风险、守

住生态安全底线的法典编纂目标,因此得到了我国不少学者的关注。〔4〕而在环境犯罪之外,经

济犯罪和网络犯罪领域亦出现了借助累积犯来解释相关罪名或现象的学术动向。〔5〕

累积犯理论影响力的提升,加深了学界对危险犯、集体法益等问题的理解,但泛化认定的问

题也较为突出。一方面,存在将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与累积犯等同视之的倾向。我国较早研究累

积犯的学者指出:“累积犯集中于环境犯罪和经济犯罪领域。”〔6〕近年来,有学者直陈,对集体

法益的犯罪均为累积犯,累积犯的处罚根据就是对集体法益的侵犯,〔7〕为了有效保护集体法益,

“应以禁止可侵害集体法益的累积危险行为为主”〔8〕。然而,不少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如妨害

公务罪和伪证罪,是否适合被解释为累积犯本身就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存在忽视犯罪构成要件

内容而抽象认定累积犯的问题。例如,我国累积犯理论的支持者大多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以下简称 《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的累积犯属性,但该条第1款含有 “严重污染环

境”的表述,“污染”明显是对实害结果的描述,将规定有实害结果要素的犯罪界定为累积犯,

恐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累积犯中的单个行为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典型危险性,这使累积犯取代了传

统的抽象危险犯,成为法益论体系下的极限类型。泛化认定累积犯,势必会超越犯罪圈的适当界

限而泛滥使用刑法,引发刑法适用的泛刑化问题。〔9〕

犯罪类型划分依赖于法益的确定,某一犯罪是否属于累积犯,取决于其所保护的法益。〔10〕

例如,如果将税收的再分配功能视为税收犯罪的法益,那么单个逃税行为显然不会危及该法益,

税收犯罪属于累积犯。但若认为税收犯罪所保护的是每一笔税收的完整收益权,累积犯的解读就

无法成立。〔11〕廓清累积犯保护法益的内涵,有助于为累积犯立法划定明晰的活动边界和可涉足

的领域,从而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构筑一道坚实的屏障。因此,累积犯适合保护哪种法

益,应通过何种方式来认定累积犯的保护法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并非只能通过累积犯保护集体法益

关于累积犯适合保护何种法益,理论上存在着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集体法益等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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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犯的保护法益;第二种观点主张,累积犯的任务是保护集体法益,但集体法益并非只能由累积

犯保护,传统的抽象危险犯同样承担着集体法益的保护任务。〔12〕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

如下:

(一)从概念史的角度无法得出集体法益就是通过累积犯加以保护的结论

部分肯定累积犯正当性的学者认为,累积犯的正当性与集体法益的保护密切相关。一种有力

的观点认为:“从概念史的角度来说,集体法益只是超个人法益中被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13〕

换言之,集体法益就是通过累积犯加以保护的,累积犯的保护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内涵外延相

同。〔14〕然而,这一见解的说服力是令人怀疑的。

在集体法益与累积犯理论的发展史上,黑芬德尔 (Hefendehl)、沃勒斯 (Wohlers)与阿娜

思塔索普鲁 (Anastasopoulou)是几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库伦之后,将累积犯的构想系统运

用到环境犯罪以外的构成要件始于黑芬德尔,〔15〕但他只是原则上肯定集体法益与累积犯的推导

关联性。黑芬德尔指出,作为一种网状利益 (Netzwerkgüter),集体法益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公众

的参与构成的,其存在以一定数量的公众参与为必要条件。既然集体法益需要通过公众性的参与

来体现其价值,那么理论上它就不可能因单一的违法行为被破坏。换言之,能够被个别行为影响

的法益已不再属于集体法益。〔16〕不过,黑芬德尔同样认为,在分析犯罪结构之前,有必要对法益

进行深入分析。由于存在不同类型的集体法益,每一种类型都需要相应的、具备不同正当化条件的

犯罪类型与之适配。虽说累积犯特别适用于环境犯罪与侵犯信赖法益的犯罪,但像税收这样的国家

财产,由于未能缴税,实际的税收收入会减少,税收犯罪例外地构成对集体法益的侵害犯。此外,

在保护国家功能法益的犯罪中,既不存在侵害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累积的可能性,对国家的攻击总

是来自无法累积的意图。〔17〕沃勒斯从风险创设与犯罪结构的角度对抽象危险犯的体系化作出了

突破性贡献,他将累积犯视为与具体危险性犯、预备犯并列的抽象危险犯的下位类型,〔18〕并指

出累积犯 “主要适用于对超个人 (集体)利益的保护”,如保护环境媒介的犯罪 (《德国刑法典》

第324条以下)、保护某些国家公共机构与社会功能关系的犯罪 (《德国刑法典》第264、264a、

265b条)。〔19〕可见,与黑芬德尔一样,沃勒斯没有将累积犯的保护法益与集体法益等同视之。

阿娜思塔索普鲁接续了黑芬德尔的研究,她主张区分真正的集体法益 (echtenKollektive

Rechtsgüter)与假象的集体法益 (scheinbarenKollektiveRechtsgüter),并认为累积犯仅适于保

护假象的集体法益。真正的集体法益是指能够确认法益侵害时点的法益。例如,在未经宣誓的虚

伪陈述罪 (《德国刑法典》第153条)中,当宣告错误判决时,可以确认发生了对司法这一法益

的侵害。假象的集体法益是指无法固定侵害时点的法益。具体而言,如果进行确认侵害时点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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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那么被隐藏的个人利益就会暴露出来,或者在其内容上汇集了各种模糊且多样的利益,详细

考察其侵害或危险化的时点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如 “国民健康”实际上是各种完全不同性质

利益的混合体,因此在概念上难以探究法益侵害及其危险化的时间点。〔20〕对于真正集体法益的

保护,实害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这三种犯罪类型仍是妥当的。譬如,在未经宣誓的虚伪

陈述罪中,当作出虚假陈述时,便存在抽象危险;当虚假陈述足以说服法官时,便形成了具体危

险;当法官据此作出错误判决时,法益就遭受了现实损害。而对于假象的集体法益,由于其侵害

或具体危险的时点不明确,何种状态符合该概念的要求几乎无法判定。与其滥用抽象危险犯这一

范畴,不如通过累积犯的理论逻辑来建构与假象集体法益保护相适应的处罚根据。〔21〕

综上所述,概念史上对累积犯与集体法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几位学者均未持 “集体法益只是

超个人法益中被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的观点。

(二)集体法益与累积犯保护法益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

一般认为,集体法益具有三项特点:使用上的包容性、消耗上的非竞争性与不可分配性。

“使用上的包容性”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使用集体利益的范围之外; “消耗上的非竞争

性”是指A对集体法益的使用不会影响或妨碍B的使用;“不可分配性”意指无论从事实上还是

法律上,集体法益都不可能被分割成多个部分,并将这些部分分配给特定社会成员。〔22〕然而,

真正适合作为集体法益认定标准的其实是不可分配性。〔23〕一方面,使用上的包容性实际上是不

可分配性的结果。正因集体法益可以被社会中的任何潜在成员使用,才不会出现部分人享有该法

益后,其他社会成员对该利益的享受因此减少或丧失的情况。相反,如果某种法益能够被分配给

特定人,由其直接占有和处置,那么第三人的利用可能性便被排除。另一方面,消耗上的非竞争

性无法适用于那些不可消耗的利益。例如,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如果国家基础得到维持就能获得

安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消耗”行为是没有必要的。〔24〕是故,当某一法益无法分割成不同的

份额由特定成员享受时,它便属于集体法益。〔25〕

与此不同,累积犯保护法益的认定标准不是不可分配性,而是面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个别攻击

行为的免疫性。也就是说,不考虑纯粹假设的极端情况,面对单一构成要件行为,累积犯的保护

法益能够保持其无损性。反之,倘若因为个别行为的发生,就能很明显地找出行为对于法益的影

响,那么此处所涉及的法益,就不是累积犯的保护法益。正是基于认定标准的差异,集体法益与

累积犯的保护法益并不相同。例如,作为集体法益的国家作用大多不具备 “免疫性”特征,以国

家作用为保护对象的犯罪基本不是累积犯。理由在于:第一,有些犯罪明确要求行为对集体法益

产生显著性的干扰。如我国 《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的既遂需要行为人所实施的 “暴力、威

胁方法”对公务活动形成 “阻碍”。从 “阻碍”一词可以看出,妨害公务罪保护的并非整体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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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务系统,而是具体的个别职务活动。正因为个别的公务活动不具有 “免疫性”特征,理论上

才有争论妨害公务罪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的可能。〔26〕第二,通过抽象化、整体化的方

式来理解国家功能法益,虽可赋予法益免疫性特征,但这种做法不利于指导构成要件的解释。如

所周知,法益侵害、危险化的机制同法益的内涵紧密相关,法益越宏观抽象,法益侵害的流程通

常就越模糊,法益越微观具象,法益侵害与危险化的机制与时点往往就越明晰。例如,如果将

《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的保护法益解读为具体刑事审判活动的客观公正性,我们就比较容易把

握故意做虚假证明对法益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对于 《刑法》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385条

受贿罪、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等以国家作用为保护对象的犯罪,道理是相通的。这些犯罪并不直

接保护整体性的国家功能系统,而是保护个别的 “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职务行为的不可收

买性”以及 “职务行为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当然,这种观点不能被推向极端,认为所有集体法益都应作个别化理解。罗克辛 (Roxin)

就主张,对于真正的集体法益,一个单独的 “点状”侵害就足以构成法益侵害,无需系统整体受

到影响 (“点状侵害犯说”)。例如,使用一份伪造的证据材料,已经侵害了证据的纯洁性;即使

整体的证据流通或司法功能未受明显影响,单一的虚假陈述也已对司法构成了侵害。〔27〕罗克辛

所列举的这些集体法益固然可作个别化的理解,但刑法中确实有无法被个别化或碎片化的集体法

益存在,典型的就是国家存在。作为刑法直接保护对象的国家法益,除国家作用外,还包含国家

存在。〔28〕如我国 《刑法》分则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是典型的保护国家存在法益的犯罪。

国家安全是国家法益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包括内部安全 (国家规定的特定政权的稳固),

也包括外部安全 (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29〕从国家安全的性质或保护目的来看,无论

是政权的稳固还是主权、领土的完整,都不应被碎片化、局部化,而应被视为整体不可分割的系

统。由此可见,国家法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划分,〔30〕从保护国家存在的犯罪到保护具体国家活

动不受干扰的犯罪,法益逐渐由抽象变得具体。越是抽象的层次,越难被个人行为所动摇,越容

易被解释为累积犯;越是具体的层次,越容易受到个别行为的影响,越不可能被解释为累积犯。

“点状侵害犯说”忽略了集体法益保护目的的多样性,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不足取。〔31〕

(三)集体法益与累积犯保护法益等同立场的理论不彻底性

将集体法益与累积犯保护法益画上等号的论者实际上也没有将这种观点贯彻到底,其一方面

指出 “伪造货币罪、污染环境罪、受贿罪等罪的保护法益,分别是货币的公共信用、环境与职务

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这些法益便是集体法益”〔32〕,据此受贿罪是累积犯,只有当受贿行为被不特

定多数的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实施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才会遭受现实性的损害。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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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黎宏:《结果本位刑法观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2 83页;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下),法

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3页。

Vgl.Roxin/Greco,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BandI,Grundlagen·DerAufbauderVerbrechenslehre5.Aufl.,2020,

§2Rn.83;〔德〕ClausRoxin:《法益讨论的新发展》,许丝捷译,载 《月旦法学杂志》2012年第12期。
井田良 『講義刑法学·各論 (第3版)』(有斐閣、2023年)590頁参照。
参见冯军、梁根林、黎宏主编:《中国刑法评注》(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4页。
参见钟宏彬:《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公益信托春风煦日学术基金2012年版,第259页。
謝煜偉 『抽象的危険犯論の新展開』(弘文堂、2012年)135 136頁参照。
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上),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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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又认为普通受贿属于实害犯,“按照不可收买性说,受贿罪不是危险犯,而是实害犯,换言

之,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都现实地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33〕。但是,对同一法益

而言,一个犯罪不可能既是累积犯又是实害犯。

总之,刑法中的集体法益涉及不同的构成要件和保护领域,“每个构成要件追求如此明显不

同的保护目的,以至于把所有普遍法益保护构成要件归于一个共同侵害模式的打算从一开始就会

落空”〔34〕。

三、累积犯保护法益的重新界定:整体性集体法益

前已述及,集体法益存在不同的形态或内容,其既可以表现为整体抽象的系统,也可以表现

为系统内的某个要素。只有前者才适合由累积犯保护,个别化集体法益由传统的抽象危险犯、具

体危险犯与实害犯保护即足矣。

(一)累积犯适合保护整体性集体法益

1.整体性集体法益的内涵

整体性集体法益与个别化集体法益以符合一般意义上的集体法益为前提,即不能分配给部分

或具体社会成员,整体与个别是就法益的形态或内容而言的。一方面,不能将整体性理解为主体

的整体性。因为与个人法益主体的图像 (“我”)不同,集体法益主体的图像是 “我们”。〔35〕“我

们”首先指涉共时性的面向,即处在同一时代的特定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有时还包含历时性的

面向,即涉及代际利益的未来世代。

另一方面,整体性主要是指内容的整体性。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要素的

海量性。如果说有些集体法益适合被理解为系统内的个别要素,那么整体性集体法益指向的就是

系统本身。这种系统涵盖了全国范围内所有与此相关的要素,而非局限于局部区域的部分要素,

它们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例如,银杉是我国的一级濒危保护植物,在

某一区域种植的银杉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对于维持特定区域生态的健康十分重要,可被视为集

体法益中的个别要素。然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作为整体性集体法益,指向的是整个生态系统,

它涵盖了我国境内所有的森林、草原和湿地。(2)功能的协同与稳定性。整体性集体法益具有其

组成部分单独存在时不具备的属性或功能,这种属性源于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而非简单叠加。

整体功能无法完全通过分解为部分来解释,而需从整体层面分析其独特性。例如,野生动物物种

包括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等,作为野生动物犯罪保护法益的物种多样性 〔36〕无法通过单

一物种单独实现。此外,集体法益具有较强的缓冲和自我调节能力,当某个要素受到内部或外部

的干扰时,其他要素可以通过相互作用来弥补或减轻这种干扰对整体功能的影响,从而保持集体

法益功能的相对稳定。(3)层次的嵌套性。整体性集体法益通常处于更大的系统中,同时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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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2页。
李晓龙:《刑法保护前置化研究:现象观察与教义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
参见马春晓:《现代刑法的法益观:法益二元论的提倡》,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
参见秦天宝:《野生动物刑法保护法益之重构》,载 《法商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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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的子系统,形成多层次结构,中间层级的法益既依赖于下层要素,又受上层系统制约。例

如,国家运作的功能条件是国家架构条件的组成内容之一,而这种条件又依赖于国家具体活动的

执行不受到干扰。

关于集体法益的分类标准,理论上通行的做法是诉诸法益的主体或者功能,以法益的形态划

分的方法较为少见。就此而言,所谓整体性集体法益与个别性集体法益似乎有创造词汇之嫌。但

实际上,整体与个别的提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直接或间接的肯定。如前所述,罗克辛将侵犯集体法

益的犯罪解释为实害犯,其出发点就是完全个别化地认定集体法益,认为没有必要将诸如环境犯

罪、贿赂犯罪等侵犯集体法益犯罪的保护客体解释为 “整体的生态系统或国家行政”。这种观点

虽是以批判累积犯理论为前提,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若肯认累积犯的正当性在逻辑上就必然承认

整体性集体法益的概念。阿娜思塔索普鲁主张将集体法益分为能够确认法益侵害时点的真正集体

法益与无法固定侵害时点的假象集体法益,前者之所以能够确认法益侵害的时点,恰恰就在于其

内容是个别具象的,解释者可以从思维上找到一个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受到何种程度侵害的界

限,而后者则由于其内容上汇集了各种模糊且多样的利益而带有宏观抽象的特点,在个案中几乎

没有检验法益侵害及其危险时点的可能。

2.累积犯与整体性集体法益的内在契合性

累积犯与整体性集体法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理由在于:其一,从整体性集体法益的特征来

看,只有累积犯适合对其进行保护。要素的海量性与功能的稳定性是整体性集体法益的显著特

点,前者意味着整体性集体法益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立法者所禁止的行为犹如往蓄水池中排

放污水,一次排污行为至多只能污染部分水域,根本不可能污染整个水池。后者则预示着整体性

集体法益具有强大的缓冲和自我修复能力,单一行为难以对其功能造成永久性破坏,只有同类行

为大量累积,经过缓慢而长期的发展才能形成对法益的具体危险和实害。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借

助社会学中的 “阈值”概念来判断和理解整体性集体法益的功能是否受损及其受损方式。

其二,从累积犯产生的背景来看,生态法益内涵的整体性催生了累积犯理论。累积犯可追溯

至库伦对水污染罪保护法益的诠释。在库伦看来,将某一特定水体或者水体的某一部分作为人类

和动植物生活基础的功能解释为水污染罪所保护的具体法益,固然意味着其能被个别行为所侵害

或威胁,但这不足以从教义学上阐释水污染罪,应当将该条文的保护法益首先理解为 “公众在维

护水体作为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上的长远利益”。〔37〕换言之,“对生态法益的考量是基于生态系

统进行的整体性考量,而不是针对生态系统内的某个要素”〔38〕。以这种整体性、概括性的法益为

基准,个人的排污行为在任何情形下也无法引起法益的抽象危险。但为了规制这种单一行为事实

上并未危及生态法益但类似行为大量实施则会损害生态法益的行为,库伦提出了累积犯理论。由

此可见,生态法益内涵上的 “整体性”是催生累积犯理论的直接动因。

其三,从行为动机的状况来看,侵犯整体性集体法益的行为有被大量实施的现实可能性,符

合 “真实的累积效应”这一累积犯的正当化条件。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整体性集体法益是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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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洛塔尔·库伦:《环境刑法———新教义学的探索》,胡慧敏译,载方小敏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16辑

下卷),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页。
李琳:《立法 “绿色化”背景下生态法益独立性的批判性考察》,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6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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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维系全体国民生存和发展、可能耗尽的社会或国家资源,它们能为个体生存和发展提供便利,

而侵犯整体性集体法益的行为是个体获得这种资源的捷径,由此必然引发他人的模仿。如果该行

为不被禁止,模仿的速度与规模将会呈几何级增长态势,最终导致这些重要资源被耗尽。

(二)整体性集体法益的认定路径

1.整体性集体法益的适格验证

在确定集体法益的形态时,要先排除那些不适格的集体法益,尤其是那些表面上带有整体性

特征的假象集体法益。累积犯处罚正当化的要素之一是内容的重大性,但法益重大与否有时取决

于观察的视角,解释者完全可以操纵法益概念,将一个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转义为对整体性集体法

益的犯罪。例如,金德霍伊泽尔 (Kindhäuser)指出,当 “人类社会”被视为保护法益时,杀人

罪也可被解释为累积犯,因为大规模的杀人行为,也会危及人类社会的存在。〔39〕同样,如果认

为盗窃也关系到对整个社会至关重要的财产制度,那么盗窃罪也是累积犯。虽然这种观点看起来

荒谬,但法益确定偶然性与犯罪分类模糊性的现象确实存在,这引发了我们对排除假象集体法益

标准的思考。对此,格雷克 (Greco)提出的 “非特定性测试”(Nicht-Spezifizitäts-Test)为鉴别

假象集体法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认为,集体法益必须能够直接受到被禁止行为的消极影响,

如果所谓的集体法益的侵害总是以侵害个人法益为前提,那么这种集体法益就不能被认定为特定

刑罚法规的保护利益。〔40〕“人类社会”“财产制度”只是通过对个人生命权、财产权的攻击而间

接受到影响,因此在杀人罪、盗窃罪中假定一个集体法益是没有理由的。

除了能直接受到构成要件行为的影响,一项适格的整体性集体法益还要值得用刑法来保护、

满足可侵害性与融贯性的要求。本文难以对这些标准一一展开讨论,仅结合近年来理论上存在较

大争议的制度信赖进行说明。针对制度信赖的犯罪多表现为累积犯,因为信赖是缩减社会复杂性

的重要机制,当制度角色未能做出合乎期待的行为时,个人虽然会产生 “失望”,但这种 “失望”

通常不会立即转为 “不信赖”,在某种程度与频率之内,人们一般会将失望视作偶然的纰漏的结

果。然而当制度角色经常偏离国民的期待时,公众就会逐渐丧失对制度的信赖,不再将行为决策

或行为模式交由制度来决定。制度信赖分为对国家制度的信赖和对社会制度的信赖,其能否成为

刑法法益,我国理论上存在激烈争论。〔41〕对此,本文认为,至少对国家制度的信赖不宜被界定

为刑法法益。

首先,对国家制度的信赖不值得用刑法来保护。对国家制度的信赖主要是指对国家工作人员

公正合理行使公权力的信赖。但历史经验表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现代法治

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便是公权力本身不值得信赖。〔42〕这种不信赖并非否定公权力的合法性,而

是强调要通过制度化的监督与问责机制,确保公权力被合法、正确地使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就是对公权力不值得信赖的生动诠释。而不惜动用刑罚去惩罚动摇信赖的行为,本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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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Kindhäuser,in:Schünemann/Suárez González (Hrsg),Bausteinedes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strafrechts:

Madrid-SymposiumfürKlausTiedemann,1994,S.125,129.
Vgl.Greco,GibtesKriterienzurPostulierungeineskollektivenRechtsguts,FS-Roxin,2011,S.213.
参见张明楷:《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标准》,载 《法学》2023年第12期。
参见熊琦:《刑法教义学视阈内外的贿赂犯罪法益———基于中德比较研究与跨学科视角的综合分析》,载 《法学评论》

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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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社会的限权理念背道而驰。

其次,对国家制度的信赖难以通过可侵害性的检验。学说上所言及的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

或不可收买性的信赖,一般是指事实性信赖,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信赖这种事实。事实性信赖的问

题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信息接收者的主观恣意,属于一种纯粹的心理事实。

应用事实性信赖的不合理结果就是信赖可能丧失可侵害性。〔43〕例如,一个国家中公务员的贿赂

行为是日常现象,国民对公务员的职务行为早已无任何信赖可言,因此无论再发生多少贿赂行为

都无法减损原本即已荡然无存的信赖。这也表示一个国家的贿赂之风越盛行,贿赂行为的可罚性

越低,但这种推论十分荒谬。

最后,对国家制度的信赖无法通过融贯性的检验。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事物,适于保护信赖的

犯罪在立法形式上应当呈现为 “沟通犯”(Kommunikationsdelikt),即构成要件中包含有公众可

得见闻的行为情状,否则就无法解释观念性的事物是如何受到侵害的。例如,法条中含有 “公

然”“公共场所”等表述,或者犯罪行为的方式已经预设是在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开场所实施,这

些构成要件要素蕴含着与公众沟通的意涵。然而,肯定信赖法益资格的学者所列举的犯罪,大都

没有这种要求。例如,滥用职权或贿赂行为基本上是秘密进行的,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前,都

不为公众所知晓。〔44〕按照信赖法益说的逻辑推导,既然国民不知有滥权与贿赂行为的存在,便

难以说其对职务公正性或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或期待存在落空的可能,行为人理应不构成犯罪。

2.整体性集体法益的认定方法

在剔除不适格的集体法益后,还要按照一定的方法甄别出整体性集体法益。在这一过程中,

犯罪的条文表述、集体法益的性质与保护目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法条有无规定对集体法益的实害或具体危险结果

司法者应服膺立法者通过法条所传达出的价值判断,若 《刑法》分则将某个侵犯集体法益的

犯罪规定为实害犯或者具体危险犯,就表明在立法者看来该法益不具备免疫性的特征,不会是整

体性的集体法益。例如, 《刑法》第338条的行为对象包括大气和水,它们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其局部与整体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模糊性,难以截然分开,这决定了对大气、水的局部损害不易

认定。〔45〕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将大气和水理解为一个整体不可分的系统较为合适,而不能仅仅

考虑特定区域内的环境变化。局部性的思考方式不仅面临着司法证明的难题,而且会导致随意、

不正当的处罚。〔46〕因此,以大气和水为对象的环境犯罪特别适合设置成累积犯。但是,《刑法》

第338条明文要求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 “严重污染环境”,这是对实害结果的描

述,污染环境罪保护的并非整体的生态环境法益,而是个别的环境法益。

此外,《刑法》第339条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含有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表述,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规定了 “造成耕地、

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结果,第342条之一破坏自然保护地罪要求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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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漾沂:《对贿赂犯罪保护法益的反思》,载 《月旦刑事法评论》2017年第2期。
参见冯军、梁根林、黎宏主编:《中国刑法评注》(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169页。
参见孙国祥:《累积犯视野下 “严重污染环境”的新诠释》,载 《政法论坛》2024年第4期。
参见蔡玥、王充:《德国刑法应对气候问题的新思考及启示》,载 《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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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恶劣情节”,第343条破坏性采矿罪的成立需要 “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这些都是对法

益侵害结果的规定。就此而言,上述犯罪都不是累积犯,其保护法益是个别化的集体法益,而非

整体性的集体法益。

(2)集体法益依其性质或保护目的能否作个别化理解

如果法条没有规定针对集体法益的具体危险或实害结果,则应着眼于法益的性质或保护目的。

就我国 《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而言,以整体性集体法益为保护对象的累积犯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其一,侵犯生态环境法益的犯罪。生态环境法益是集体法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性质上看,

生态环境法益宜理解为一种整体性的集体法益,保护生态环境法益的犯罪原则上属于累积犯。与

经济制度、国家存续等抽象性、精神化的制度法益相比,生态环境法益依附于具体的、现实的环

境媒介 (水、大气、土壤等)及其表现形式 (动物、植物等)之上,是一种 “具体的———超个人

法益”。〔47〕但立法者设置环境犯罪显然并不局限于对环境对象本身的保护,而是着眼于生态系统

的整体价值。例如,立法者规定野生动物犯罪,不是 (或不只是)以个别野生动物的财产价值

(这属于财产犯罪的范畴)以及生态价值为保护目的,而是通过保护野生动物去维护 “生态平衡”

“自然界可持续发展”〔48〕———更具体地说是去维护 “生态系统中的动物多样性”〔49〕———这一更

高层次的法益。动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特指动物种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它涵盖了

地球上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及其生活环境。动物多样性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支持人类福祉、促

进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维护动物多样性虽然不会给人类带来短期可视的利益,但

符合人类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可谓是一种整体性的集体法益。除野生动物犯罪之外,以抽象

环境、植物资源、矿产资源为保护对象的犯罪也应作类似理解。

其二,基因科技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增设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

克隆胚胎罪,处罚将编辑的基因、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编辑的基因、

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从立法机关设置本罪的目的看,其首要的保护对象并不是人

体或动物的生命健康安全,而是人类的遗传资源安全、物种安全等涉及种族未来状态变化的集体

法益。〔50〕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是可以将被改变的生物性状代代遗传的,受基因编辑高概率脱

靶风险的影响,相关科研行为一旦失控,基因编辑中对正常基因的破坏也将会遗传给后代,这些

行为渐次累积起来,将会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存。

其三,侵犯经济制度的犯罪。此处所指的是狭义的经济犯罪,即直接侵犯经济制度的犯罪,

它们是经济犯罪的核心内容,日本学者称之为制度依存型经济犯罪。〔51〕这些犯罪依存于特定的

经济制度,以经济制度的运作与功能为保护对象。与以发生现实的财产损害结果为既遂标准的财

产犯罪不同,在狭义的经济犯罪中,只要特定的行为方式对经济系统的运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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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志钢:《摆荡于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扩张中的污染环境罪的困境及其出路》,载 《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
刘艳红:《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载 《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第6页。
秦天宝:《野生动物刑法保护法益之重构》,载 《法商研究》2024年第1期,第81页。
参见刘艳红:《化解积极刑法观正当性危机的有效立法——— <刑法修正案 (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总置评》,载

《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
神例康博 『経済刑法の保護法益について—制度依存型経済犯罪における制度的法益と個人的法益との関係』川端

博ほか編 『理論刑法学の探究⑧』(成文堂、2015年)118 119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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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国家即可动用刑事制裁手段加以回应,以此确保该系统本身的稳定。〔52〕这些犯罪集中规定

在我国 《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典型的罪名如第四节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

其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国家安全是所有国家法益中最重要的部分,具体是指国家主

权、政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

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53〕虽然个别行为如分裂、叛乱、

颠覆国家政权等可能会直接威胁国家的政权稳定,动摇国家主权,但大多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如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参加间谍组织、为境外机构窃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行为,不

会对整体的国家安全造成典型性的抽象危险,将这些犯罪解释为累积犯可能更为合适。

四、质疑与回应———以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之争为例

累积犯理论起源于环境犯罪,我国 《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也常被累积犯的支持者视为

累积犯的适例,故对累积犯法益的讨论无法绕开污染环境罪。按照本文的观点,无论是作为累积

犯原型的 《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污染罪还是我国的污染环境罪,由于构成要件中均含有针对

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要素,它们保护的均是个别化的生态法益,不宜被界定为累积犯。对此,学

界也存在着一些 (可能的)质疑,理论上有两种论证污染环境罪是保护整体生态环境法益的累积

犯之路径,笔者于下文中将对此予以回应。

(一)污染环境罪是保护整体性集体法益之累积犯的论证思路

1. “严重污染环境”是对污染环境行为程度的限定

第一种论证路径认为,“严重”所限定的是污染环境行为的程度而不是法益侵害的结果,只

要行为人的排污行为具有累积性的特点,能够影响整体的生态环境安全,就属于污染环境的情

形,一旦排放了特定的污染物或排放量超过一定标准,就满足 “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54〕既

然法条并未规定实害或具体危险结果,将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整体的生态环境法益,既

符合环境利益本身的特点,亦不存在文义上的障碍。〔55〕

在肯定污染环境罪累积犯性质的学者看来,这种解释对于正确理解污染环境罪的相关司法解

释以及解决环境案件因果关系认定的难题,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众所周知,2023年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 《2023年解释》),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由原先的 “行为入罪+结果入罪”调整为主要以

行为入罪。〔56〕亦即,与2016年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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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古承宗:《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与抽象危险》,载 《刑事政策与犯罪防治研究专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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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4期

除 “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兜底条款外, “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由17种减为10种,

依据结果要素定罪的情形由9种减为2种,其余8种情形均为行为入罪标准。在行为入罪的思路

下,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无需查明是哪一排污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检察机关只需证明行

为人实施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几种排污行为即可成立犯罪。

2. “严重污染环境”是对整体性法益侵害结果的规定

第二种可能的论证路径是,将 “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对整体性法益侵害结果的规定。如前

所述,库伦以水污染罪为原型提出了累积犯概念。从法条表述看,水污染罪以水域遭受 “污染”

或水质 “发生不利变更”为成立条件,这与污染环境罪高度类似。

德国通说认为水污染罪属于实害结果犯。〔57〕一方面,根据行为与构成要件保护法益之间的

关系,犯罪被划分为实害犯、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按照德国通说所支持的折中的人类中心

主义的生态法益论,水、土壤、空气、动植物在其作为维护人类赖以存续的基础上可作为独立的

生态 (普遍)法益受到保护。〔58〕水污染罪的成立需要出现污染或水质不利变更的结果,这意味

着犯罪行为必须对水域造成现实性的侵害才能成立既遂,水污染罪可归类为实害犯 (相对于人类

中心的法益而言,则属于抽象危险犯)。另一方面,依据行为与结果 (法益侵害及其危险)之间

是否存在时间、场所上的分离,犯罪被分为行为犯与结果犯。与行为犯不同,结果犯有判断因果

关系与客观归属的必要。〔59〕水污染罪的既遂需要发生污染或水质不利改变的结果,也需要行为

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属于结果犯。同样,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将污染环境罪解

释为实害结果犯。〔60〕

实害结果犯遵循个别结果归责的逻辑,单个行为就能够对法益造成显著性影响,这意味着实

害结果犯的保护法益是具体个别的。库伦则另辟蹊径,将水污染罪的结果由个别结果转换为整体

结果———单个行为尽管无法达到 “污染”或 “水质不利改变”的门槛,但当多人分别实施具有相

同指向且相互独立的行为时,受保护的整片水域的功能可能因此发生障碍———从而将水污染罪由

实害结果犯转义为累积犯。如果这种论证成立的话,说明污染环境罪也有被解释为以整体生态环

境为保护对象的累积犯之可能。

转义的主要目的是回避因果关系问题。〔61〕实害结果犯的定位虽符合立法用语的内涵,却面

临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难题。其一,环境是一个循环系统,对水、大气等环境媒介的破坏

具有滞后性、分散性、累积性的特点,很难经由事后的证据去查明行为与环境污染间的因果关

系。其二,即使查明了因果关系,由于还要经过客观归属的检验,也不能直接将结果归属于行

为。争议出现在累积因果关系 (kumulativeKausalität)的场合,即不同的排污行为通过共同作

用达到第324条第1款的污染门槛,设想如果将其中一个行为排除结果就不会发生。例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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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工厂先后独立地往湖泊中排放污水,三家工厂的污水排放量均在轻微性的界限以下,但这

些污水的总量达到了水污染罪的结果标准。A、B、C工厂是否违反该款规定而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 按照条件公式,A、B、C工厂的排污行为都是无法省略的条件,与结果均存在因果关系。

但根据回溯禁止原则,“只有当行为人能够掌控导致结果的事件,且其间没有介入一个故意且有

责的行为人时,对结果的引发才是可归属的”〔62〕。A工厂的行为虽制造了湖泊被污染的风险,

但却是因为B、C工厂行为的介入,才导致污染结果,以致结果欠缺可归属性。对于B、C工厂

而言,道理亦然。〔63〕

而按照库伦的观点,水污染罪的法益客体不是特定水域,而是整体水域,保护法益是整体水

域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而非某一特定水域在行为时间点上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准确地说,是

“公众在维护水体作为人类生活自然基础上的长远利益”。以这种抽象性、整体性的法益为基准,

个别排污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引起抽象危险。同时,基于排污行为的传染性以及真实的累积

性风险,如果不对这类行为加以遏制,将会造成大量的类似行为出现,从而导致被保护水体功能

的紊乱。国家有必要通过刑法更有效率地禁止这些自身没有危险、但因累积作用而对环境法益造

成危险的行为。〔64〕

这样,库伦就为水污染罪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归属结构,即整体结果归属。个别行为的危险性对

于水污染行为的可罚性而言,不再是不法评价的核心对象,欠缺刑罚威慑时,多数行为在结合后是

否可能使受保护的水体功能发生障碍才是首要的归属基础。不论行为人排放的污水量是多是少,也

不论其与第三人属于先后接续,还是同时造成污染,只要 “所有的个别之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贡献

正好可以让法规范所认为的总体结果 (即所谓的污染)得以完整”〔65〕,行为人就应为整体性的结

果负责。通过将水污染罪解释为累积犯,司法机关 “根本无需面对困难的归属问题”〔66〕。

(二)“严重污染环境”是对个别化法益侵害结果规定的合理性论证

但是,上述将 “严重污染环境”视为是对犯罪行为或整体结果规定的路径在正当性层面均面

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严重污染环境”宜被理解为个别化的实害结果要素,污染环境罪是实害

结果犯,而非累积犯。

1.将结果要素虚置化的做法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就第一种论证路径而言,“严重污染环境”不是对排污行为本身的限定,而是对实害结果的

要求,否则立法者不会多此一举地规定 “严重污染环境”。譬如,我国 《刑法》第133条之一醉

驾型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行为犯,因为法条只要求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可构

成犯罪,至于是否对道路交通参与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实害或具体危险在所不论。第234条故

意伤害罪是实害结果犯,“伤害他人身体”本就蕴含着除伤害行为之外还需要被害人身体出现损

伤之意。上述行为犯的论证路径实际上是将作为结果要素的 “严重污染环境”虚置化,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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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乌韦·穆尔曼:《德国刑法基础课》,周子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61页。
参见许泽天:《刑法分则 (下):人格与公共法益篇》(第6版),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版,第435页。
参见 〔德〕洛塔尔·库伦:《环境刑法———新教义学的探索》,胡慧敏译,载方小敏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16辑

下卷),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 113、118 119页。
古承宗:《刑法的象征化与规制理性》(第2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85页。
〔德〕保罗·克雷尔:《德国环境刑法》,张志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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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依赖于构成要件,作为刑罚权发动的 “引擎”,构成要件划定了刑法的

处罚边界。与结果犯相比,在犯罪认定上,行为犯省略了结果、因果关系与客观归属等构成要件

要素,国家证明犯罪的责任被大大减轻,公诉机关只用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构成要件所描述的行

为,即可认定犯罪既遂。行为犯构成要件的采用,是刑法干预扩张化、前置化的典型表现,引起

的是国家刑罚权防线向前推进。因此,若法条明确规定了结果要素,司法机关就不得消解立法者

所设定的可罚性界限,对于结果要素的解释,不能使其消融在行为要素中,导致行为要素实现

时,结果要素随即跟着实现。这就是法院所应遵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 “转化或去边界化之禁

止”〔67〕。既然必须存在 “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才能成立犯罪既遂,司法机关就不能以证明困

难为由,消减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归属关联要求。〔68〕

2.将实害结果犯转义为累积犯的正当性存疑

第二种论证路径通过将 “污染”解释为构成要件意义上的整体结果,虽然可以将水污染罪或

污染环境罪转义为累积犯,但这种转义的正当性存疑。

首先,将水污染罪或污染环境罪中的结果解释为 “累积的整体结果”缺乏明确性。因为需要

多少数量的人实施排污行为才能造成整体性的污染结果,完全是模糊的;他人在何种情况下去实

施这种行为,也不是很清楚。换言之,我们无法明确地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预期会有足够数

量的其他累积行为,足以导致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69〕

其次,在终局性的法益侵害结果难以通过构成要件予以陈述的场合,立法者通常会采取行为

构成要件,以避免刑法规范陈述上的难题。〔70〕例如,伪造货币罪的保护法益是国民对货币的公

共信赖,立法者没有也不可能在构成要件中描述货币公共信赖崩溃的结果。因此,若 《刑法》分

则的具体犯罪要设定构成要件结果,只会设定为个别结果,不会设定成整体结果。

最后,在整体结果归属的逻辑之下,行为人并不仅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处罚,还要为他人的

行为负责,这与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相悖。根据个人责任原则的意旨,“每个人都只需要对其

所能够支配的事物负担刑法上的责任。所谓的归责判断,就是要从众多的因果事实中,找出能

够算是行为主体之 ‘作品’的事物”〔71〕。而整体结果归属 “并不取决于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

可支配性,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危险抑制方法而已”〔72〕。不过,在肯定累积犯正当性的学

者看来,上述批评是可以回应的。其理由是,如果不通过制裁某种行为,人们是否会大量实施这

种行为,从而引起破坏性的后果,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种行为是否不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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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溯主编:《德国判例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7页。
在司法实务中,具体判断污染环境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结果间因果关系的案例并不鲜见,尤其是在涉及土壤污染的

案件中。参见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2024)粤1427刑初66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2024)
苏0281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书;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2021)沪7101刑初182号刑事判决书等。

Vgl.Zieschang,DieGefährdungsdelikte,1998,S.244f.;Roxin/Greco,StrafrechtAllgemeinerTeil.Band.I,5.Au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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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斯楠:累积犯的保护法益:整体性集体法益的提出与认定

而,一旦做出回答之后,我们就仅仅是根据个别行为本身的不法来判断,每个人都只对自身的不

法行为负责。〔73〕

不过,这种观点混淆了累积犯不违反责任原则与将结果犯转换为累积犯会违反责任原则之间

的区别。累积犯不违反责任原则,是因为累积犯是行为犯,在行为犯的制裁结构下,司法机关根

本无需面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个别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跟该行为现实上有无被他人效仿而大

量实施的风险没有关系,自然也谈不上行为人要为第三人的行为不法负责。例如,《德国刑法典》

第331条规定了关于公务员在公共领域的受贿罪,从犯罪结构上看,构成要件的实现只需存在为

自己或他人索要、让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行为。〔74〕这就是为何德国学者洛斯 (Loos)将

贿赂犯罪解释为与累积犯内涵相同的 “大众危险犯” (Massengefährdungsdelikten),〔75〕却没有

人对贿赂罪的危险犯构造在法治国层面提出质疑的缘由。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累积犯抵触责任原

则、一概否定累积犯立法正当性的观点,〔76〕其误区就在于论者没有跳脱出结果归属的窠臼,忽

略了累积犯不属于结果犯,无需在个案中检验因果关系的特点。〔77〕而将结果犯转义为累积犯之

所以会违反责任原则,是因为此处不再是 “入罪化”层面将犯罪设置为累积犯是否合理的问题,

而是 “构成要件”层面刑法的解释问题。将一个不需要为第三人行为负责的结果犯构成要件转换

为需要为第三人行为负责的累积犯构成要件毫无疑问是违反责任原则的。

五、余 论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研究的主

体性。〔78〕在累积犯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认为,累积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

体例。与德国、日本立法只定性的犯罪概念不同,我国采取的是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犯罪概念,

罪量要素的存在决定了德国学者所谓的累积行为在我国往往只是行政违法甚至是尚未达到行政违

法程度的行为。〔79〕问题在于,累积行为有轻重之别,只要对累积犯的入罪门槛进行一定的本土

化改造,将单个累积行为限定为值得动用刑罚的刑事不法程度,累积犯仍能与罪量要素保持

协调。

累积犯大多是行政犯,具有行政从属性与双重违法性特征,基于法秩序统一性与刑法最后手

段性原理,应以严重的行政不法作为入罪的前提。一方面,只有行为满足行政不法的成立条件才

能构成刑事不法,如果行为人制造了风险,但该风险为行政法律法规所认可,则不能被当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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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例如,只要排污单位在许可的排放浓度或排放量的范围内排放污染物,就不会构成犯罪。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刑法语境下,累积犯不是绝对禁止所有可能具有累积性危险的行为以实现彻

底的法益保护,累积犯的制裁必须限定在违反重要行政义务或者严重违反行政义务的行为上。例

如,按照 《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8条的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立木材积计算0.5立

方米以上或者幼树20株以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给予相应行政处罚;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盗伐

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立木蓄积5立方米以上或幼树200株以上,属于 《刑法》第345条第1款盗

伐林木罪规定的 “数量较大”。虽然对于森林资源来说,盗伐幼树30株也属于累积危险行为,但

根据我国刑法中的罪量规定,对这种行为无需处以刑事处罚,处以行政处罚即可。

Abstract:Incurrentcriminallawscholarship,thereisatendencytowardovergeneralizationinthe

determinationofcumulativeoffenses,withlegalinterestsservingasthecorecriterionfortheir

identification.Whilethelegitimacyofcumulativeoffensesiscloselylinkedtotheprotectionof

collectivelegalinterests,collectivelegalinterestsshouldnotbeequatedwiththespecificlegal

interestsprotectedbycumulativeoffenses.Basedontheformandconnotationoflegalinterests,

collectivelegalinterestscanbecategorizedintoholisticandindividualtypes,withcumulative

offensesspecificallyaimedatsafeguardingholisticcollectivelegalinterests.Whendeterminingthe

formofcollectivelegalinterests,pseudo-collectivelegalintereststhatmerelyappeartopossess

holisticcharacteristicsonthesurfacemustfirstbeexcluded.Holisticcollectivelegalinterestscan

beidentifiedthroughtwoapproaches:examiningwhetherstatutoryprovisionsstipulateactual

harmorspecificdangerousconsequencestargetingcollectivelegalinterests,anddetermining

whetherthelegalinterests,bytheirnatureorprotectivepurpose,allowforindividualized

interpretation.Cumulativeoffensescanonlyexistintheformofconductcrimes,thestatutory

provisionsforthecrimeofenvironmentalpollutionincludetheelementof“pollution”asanactual

harmresult,whichprotectsindividualandspecificenvironmentallegalinterests,thus,thiscrime

shouldnotbeinterpretedasacumulativeoffense.

KeyWords:accumulativeoffences,collectivelegalinterests,conductcrimes,environmental

pollutionoffence,environmental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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